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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夫妻互动特点以及丈夫和妻子互动行为的相对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方法：采用问题解决和

社会支持的研究范式，对 41 对新婚夫妇进行观察研究，采用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IFIRS）对其行为进行编码。结
果：①在问题解决时，妻子的行为比丈夫更消极；丈夫比妻子更积极。 在社会支持时，妻子的行为比丈夫更消极，积极
行为没有差异。②在问题解决时，丈夫比妻子消极的组，妻子的婚姻质量显著低于妻子比丈夫消极的组。③在社会支
持时，妻子的积极行为多于丈夫的组，比起那些丈夫的积极行为多于妻子的组，丈夫的婚姻质量更高。 结论：在问题

解决时，丈夫的消极行为比妻子的消极行为对妻子的婚姻质量更具破坏力；在社会支持时，妻子的积极比起丈夫的

积极，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更具正向影响力；丈夫冲突情境下的积极行为比社会支持情境中的积极行为对婚姻质量更

有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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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interaction behaviors in couples and how these differences influence
their martial relations. Methods: Using the problem-solving and social support paradigm, 41 couples have been videoed.
IFIRS was used to code their behavior. Results: ①Wives were more negative than husbands in both problem solving and
social support context, and less positive only in problem solving context. ②Wives were less satisfied with their marriage in
the group which husbands displayed more negative behaviors, compared to the group in which wives displayed more nega-
tive behaviors than husbands in problem solving context; ③Husbands were more satisfied in the group which wives dis-
played more positive behaviors, compared to the group in which husbands displayed more positive behaviors than wives.
Conclusion: Husbands’negative behavior were more destructive to wives’ martial satisfaction comparing to wives’ nega-
tivity in problem solving context. Furthermore, wives’ positivity in social support context have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hus-
bands’ martial satisfaction comparing to husbands’ positivity. Husbands’ positivity in problem solving context were more
predictive to relationship quality than that in social support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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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吸引着许多学

者对婚姻研究的兴趣。 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易感-压
力-适应”理论认为，夫妻之间的互动行为（Interac-
tion Behavior）是影响婚姻结果的最近路径[1]，是婚姻
成与败的最后一道防线。 从上世纪 70年代以来，西
方学者就开始对夫妻之间的互动行为进行观察研

究，得出大量有意义的成果。 如，夫妻在问题解决中
的消极行为（敌意、愤怒、轻视等）能够负向预测婚姻
质量[2]。 Gottman的研究指出，夫妻互动中的批评、防
御、轻视、冷若冰霜（Stone-walling）最能预测婚姻结

果，被称为婚姻的“四大预警”行为 [3]。 后来，针对夫
妻互动中的序列行为进行编码后发现，妻子以苛刻、
指责的方式开启谈话， 丈夫使得妻子低强度的消极
行为升级、 丈夫拒绝妻子的影响等互动行为能够预
测离婚[4]。 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在其他的研究
中得到重复验证[5]。 关于夫妻互动中的积极行为（温
暖支持、肢体情感、倾听反应等）还是消极行为（如敌
意升级、指责、蔑视等）对婚姻结果的影响力更强，研
究也未得出一致结论。
造成以上研究结果不稳定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以往研究忽略了丈夫和妻子互动行为的相对差
异对婚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关于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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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话题的讨论大多由妻子发起 [6]，妻子的行为总体
上要比丈夫更消极（如更多的批评、指责、敌意等）。
也就是说， 妻子比丈夫有更多消极行为是一个婚姻
的常态；而对于那些丈夫比妻子更消极的夫妻来说，
他们的婚姻质量又如何呢？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夫
妻， 他们一方互动行为与婚姻质量关系的强弱可能
受到另一方互动行为水平高低的影响。例如：两个妻
子的消极行为得分相同， 其中一个妻子有一个比她
温和的丈夫， 而另一个妻子有一个比她更苛刻的丈
夫， 那么两个妻子的消极行为与婚姻质量关系的强
度可能是不一致的， 丈夫的行为可能具有调节或增
强作用。 有研究指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夫妻行为
的客体效应（partner effect）比个体主义文化下的夫
妻更明显 [7]；也就是说，夫妻一方的行为反应容易对
对方产生影响。 以往研究中只考察其中一方行为对
结果变量的影响，容易掩盖另一方行为的调节效应。
我们需要考察双方互动行为的相对差异量对婚姻结

果的辨别力。在本研究中，以夫妻双方行为的差异量
为基础，对夫妻进行分类，检验不同类型夫妻婚姻质
量的差异。
另外，文化因素对人的行为塑造不容忽视[7]。 在

行为表达上，西方文化背景下，比起在东方文化背景
下的人们， 更倾向于最大化他们的积极情绪经验和
表达，尽量最小化他们的消极情绪经验和表达[8]。 目
前夫妻观察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中
国的夫妻是如何互动的？呈现出怎样的夫妻差异？本
研究采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两种经典的观察情

境， 对丈夫和妻子的冲突解决和相互支持行为进行
深入探讨，以期揭示中国夫妻的行为互动特点。本研
究在每个情境中都邀请丈夫和妻子每人选择一个话

题讨论， 以探索不同话题提出人对互动行为的影响
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为结婚一年以内的新婚夫妻，双

方均初婚且没有小孩。 通过某大学实验室的人际关
系网络以及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招募。 所有被试都在
参与研究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共获得有效被试 41
对，夫妻来自七个省市，其中浙江 19 对、安徽 3 对、
江苏 2 对、河南 11 对、山西 2 对，北京 3 对、黑龙江
1 对。 夫妻的平均婚龄为 6.8（SD=4.8）个月，丈夫的
平均年龄为 27.2 岁 （SD=2.5）， 妻子的平均年龄为
26.0 岁 （SD=2.0）； 丈夫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5.1

（SD=2.1）年，妻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4.8（SD=
2.2）年 ；丈夫的月平均收入为 3417.9（SD=1876.9）
元，妻子的月平均收入 2236.6（SD=1288.0）元。
1.2 研究程序
观察研究中所使用的任务参考 Gottman[9]、Pasch

和 Bradbury[10]的实施程序。 接受过培训的主试到被
试家中完成实验。 先签署知情同意书， 强调保密原
则。 实验过程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填写，夫
妻独立完成； 第二部分为半结构化互动任务， 包括
“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谈话过程被录制。实验先
进行问题解决任务，再进行社会支持任务，以避免被
试带着消极情绪结束。在每个任务中，夫妻各自选择
一个话题讨论 10分钟，顺序随机。 在“问题解决”任
务中， 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认为婚姻中需要
解决的冲突讨论，尽量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 在“社
会支持”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遇到的
困难， 或者对自己不满意想要改变和提升的方面来
讨论，且这个方面没有引发过夫妻冲突。要求夫妻以
平常的方式对对方进行回应。整个研究完成后，夫妻
获得价值 30元的礼品作为回馈。
1.3 工具
1.3.1 互动行为的编码 编码者采用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11]中的 15 种行为对夫妻的
录像进行编码。 编码人员在美国某大学参加了累计
100 小时的培训，通过相关测试，并隔周参加两小时
的编码一致性培训，以减少编码偏差。 编码时，采用
Noldus Observer XT 软件对每个互动任务观看二到
三次并进行记录，最后综合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
给丈夫和妻子的各行为从 1“从未出现”到 9“非常频
繁、高强度的出现”进行评分。 15种行为聚为两个因
素：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12]。积极行为得分是互动者
在讨论过程的愉悦度、积极心态、温暖/支持、身体上
的亲密、幽默/玩笑、赞美以及倾听反应方面的得分
取平均值。为评估一致性信度，由另外一名编码者对
40%的录像（16 份）进行重复编码，以检验编码的可
靠性[13]。对于不同编码者评分一致性的评估，一般采
用 ICC 作为指标（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14]。积极行为的 ICC具有统计学意义。在问题解
决互动中，丈夫为 0.72，妻子为 0.90；在社会支持互
动中，丈夫为 0.79，妻子为 0.86。 消极行为得分是互
动者在愤怒威胁、轻视、否认、阻止谈话进程、控制、
敌意、质问以及言语攻击方面的得分取平均值。消极
行为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 ICC 具有统计学意义，其
中在问题解决互动中，丈夫为 0.75，妻子为 0.79；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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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夫妻婚姻质量与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行为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

注：*P<0.05，**P<0.01，***P<0.001；H 代表丈夫，W 代表妻子，Pos 代表积极行为，Neg 代表消极行为；PS 代表问题解决任务，SS 代表社会支持任
务，下同。

会支持互动中丈夫为 0.74，妻子为 0.62。
1.3.2 婚姻质量 采用 Norton[15]的婚姻质量问卷

（Quality Marriage Index，QMI）。 共包含 6道题目，前
五题采用 7 点计分，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
意”，第六题为 10点计分，要求评价婚姻的总体幸福
度。总分越高代表婚姻质量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
内部一致性系数妻子为 0.89，丈夫为 0.83。
1.4 数据整理和分析
采用 SPSS17.0 进行数据录入与管理，分析方法

有描述统计、相关分析、配对 t检验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可以看出（见表 1），丈夫和妻子在同

一个互动中的同一种性质的行为（积极或消极）相关
系数都很高（0.59~0.83 之间），说明夫妻双方的行为

是相互影响的。 而丈夫（或妻子）在同一个互动中积
极和消极行为之间只有低等程度的相关（0.21~0.35
之间），说明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之间相对独立。
2.2 夫妻互动行为差异分析
2.2.1 问题解决行为的差异分析 由图 1 可见，无
论是在丈夫挑选的话题（t(40)=-2.65，P<0.05；t(40)=-
4.02，P<0.001）还是妻子挑选话题（t(40)=2.06，P<0.05；
t(40)=-3.43，P<0.001）的讨论中，丈夫的积极行为得
分显著高于妻子， 而妻子的消极行为得分显著高于
丈夫。 综合问题解决任务中这两次的话题讨论过程
来看， 总体上， 丈夫有更高的积极行为得分，t (40)=
2.86，P<0.01；而妻子有更高的消极行为得分 t(40)=-
4.06，P<0.001。 进一步将同一角色的同一行为在不
同话题提出人的互动中比较发现， 丈夫和妻子的积
极和消极行为， 在不同的话题提出人互动中均无显
著差异。

图 1 问题解决任务丈夫和妻子行为比较

图 2 社会支持任务丈夫和妻子行为比较

2.2.2 社会支持行为的差异分析 由图 2 可见，妻
子的消极行为得分，无论是在丈夫挑选的（t(40)=-
4.17，P<0.001） 还是妻子挑选的 （t (40)=-5.11，P<
0.001）社会支持话题讨论中，都要显著高于丈夫。 综
合社会支持任务中这两次的话题讨论过程来看，总
体上， 妻子有更高的消极行为得分 t (40)=-6.20，P<
0.001。 进一步将同一角色的同一行为在不同话题提
出人的互动中比较发现， 丈夫和妻子的积极和消极
行为， 在不同的话题提出人互动中均无显著差异。
2.3 夫妻之间行为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夫妻之间互动行为差异的不同水平是

否会使得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有差异， 我们根据同
一情境下丈夫和妻子分别在积极和消极行为上的得

分，把被试各分为两组：妻子得分高于丈夫组和丈夫
得分高于妻子组。由于样本量较小，采用非参数独立
样本检验来比较两组被试在丈夫和妻子分别报告的

婚姻质量上的差异 （分组后被试数大于 5 对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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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一情境下夫妻之间行为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分析(非参数独立样本检验)

表 3 不同情境下同一角色的行为差异对婚姻质量影响分析(非参数独立样本检验)

保留并参与计算）。 结果见表 2。
可以看出，在问题解决时，丈夫消极大于妻子的

组比妻子消极大于丈夫组，妻子的满意度更低；在社
会支持时， 妻子积极高于丈夫组比丈夫积极高于妻
子组， 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更高， 其他组没有显著差
异。 显示了一方行为对另一方主观婚姻质量产生的
客体效应。 也就是说，在问题解决时，妻子的消极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丈夫比妻子更消极；在社会支持情
境下，丈夫的积极并不会使得丈夫更满意，只有妻子
比丈夫更积极一些时，丈夫的满意度更高一些。
2.4 不同情境下同一角色的行为差异对婚姻质量
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同一角色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差异

对夫妻婚姻质量的影响， 我们根据丈夫或妻子在问
题解决和社会支持情境中的行为得分， 把被试分别
分为两组： 问题解决得分高于社会支持得分组和社
会支持得分高于问题解决组， 采用非参数独立样本
检验对两组在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得分上的差异进

行检验 （分组后被试数大于 5对的小组保留并参与
计算）。 结果见表 3。
从表 3可以看出， 如果丈夫在问题解决情境中

比在社会支持情境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行为， 丈夫
的婚姻质量得分更高一些。也就是说，丈夫如果能够
在冲突的情境下，多一些幽默、轻松、温暖支持，有效
化解冲突， 比起他在社会支持情境中的这些积极行
为，更会对自己的婚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3 讨 论

3.1 夫妻的行为差异
总体来看，妻子在问题解决时更具有攻击性；而

丈夫更倾向于通过开玩笑、承认错误或拉拉手、拍一
拍对方等肢体行为安慰并避免冲突升级。 无论是讨
论丈夫的话题，还是妻子的话题，妻子的行为模式并
无差异。 而且， 即使在双方讨论一个自己遇到的困

难，需要支持的情境中，妻子也比丈夫更敌意。 这和

Christensen 和 Heavy[16]、Heyman[2]的研究结果并不一

致，他们认为，讨论不同人提出的话题时，丈夫和妻

子的行为模式是有差异的。 与 Neff 和 Karney[17]的研
究发现， 丈夫和妻子在社会支持能力上没有差异的

结果也不一致。 为什么不论讨论谁的话题， 不论是

问题解决还是提供支持， 妻子都有更多的消极行为

呢？ 可能的解释有两种：性别差异和冲突角色说。 从
某种意义上，研究支持了性别差异说。 那么，为什么
男女会因性别而出现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呢？ Gottman
和 Levenson[18]的研究曾发现：丈夫在冲突解决谈话
中的消极情感与生理唤醒（如心跳速度、皮肤温度、
皮电传导等）指标显著相关，而妻子的相关不显著。
他们假设，丈夫为了避免这种消极的生理体验，在谈
话中更倾向于回避，减少互动，或者以妥协、让步或
和解的方式避免冲突， 而妻子却坚持要彻底解决问
题，所以有更多的控制、指责、质问等行为。另一种可
能的解释是转型社会性别文化相互冲撞说 [19]。 中国
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使得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中慢

慢脱离出来，更多的走向职场，但同时她们却不可能
完全脱离传统性别角色赋予她们的任务， 如照顾家
庭，抚养孩子等。 调查显示，妻子认同家务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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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多于丈夫，男性经济自主和个人花费更大 [20]，无
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妻子的家庭地位满意度都显著
低于丈夫[21]。家庭地位不公，还要面对社会和职场上
的压力，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不论讨论谁的话题，妻子
都有更多的抱怨指责和批评等。
3.2 夫妻之间行为的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在问题解决时，丈夫比妻子消极的组，妻子的婚

姻质量显著低于妻子比丈夫消极的组。 结合夫妻行
为差异的研究结果，可以推论：妻子比丈夫更消极一
些，似乎成为夫妻在问题解决时的常态，而如果妻子
有一个比她更消极的丈夫， 妻子对婚姻的幸福感受
会大大降低 。 这个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验证了
Gottman，Cohan，Carrere 和 Swanson[4]的研究结果，他
们发现：互换消极行为并不是问题，即使在幸福的夫
妻中，他们也会吵架。 一般情况下，丈夫会努力使消
极行为降级；而一旦丈夫使得消极行为升级，后果就
比较严重。 在妻子比较生气的时候， 他比妻子更生
气，这样就会使得冲突不可收拾。我们后来针对不同
情境下同一角色的行为差异分析也支持了这个结

果：丈夫如果能够在冲突的情境下，多一些幽默、轻
松、温暖支持，有效化解冲突，比起他在社会支持情
境中的这些积极行为， 更会对自己的婚姻质量产生
积极影响。
在社会支持情境中， 妻子的积极行为多于丈夫

时，比起那些丈夫的积极行为多于妻子的组，丈夫对
婚姻的感受会更好。换句话说，丈夫在社会支持中的
积极行为多并不会使得他们对婚姻更满意， 而只有
妻子的积极行为， 特别是在丈夫遇到困难并向妻子
表露出自己的脆弱和无助时， 妻子能够以温暖、支
持、倾听的方式回应丈夫，丈夫的满意度才会更好一
些。这一结果也支持了 Pasch和 Bradbury[10]的研究结
果， 他们通过对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情境的比较发
现， 妻子的社会支持是影响夫妻婚姻满意度和结果
的重要变量。 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 受到性别角
色社会化的束缚， 男性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是一个易感情境， 一旦妻子没有恰当的表达出对对
方的关心支持，丈夫的满意度就会大大受到影响，进
而影响他下次在相同情境下的表达。
在问题解决时能表现出更多积极行为的丈夫，

比那些在社会支持时有更多积极行为的丈夫的婚姻

质量更高。也就是说，丈夫在问题解决中的积极行为
更与自己的婚姻质量相关。 这似乎证明同一性质的
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婚姻质量的意义是不同的。
然而，却与 Melby[22]的研究结果有些矛盾。他们认为，

积极情境下的积极行为对婚姻质量的预测力比问题

解决情境下的更强。 未来研究可在这方面做更深入
的验证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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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且对他人的欺负感到无奈。 但是，随着年级的增
长，到了初四年级，受关系欺负的比例明显下降，这
可能与学习时间紧迫、 升学压力较大等一系列现实
问题有直接关系。同时，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的初四
年级学生，随着体力和能力的发展，以及伴随着几年
的同学关系磨合，会使其曾经受欺负的地位得以改变。
相关分析显示，亲子依恋与同伴关系呈正相关，

二者与受欺负呈负相关。 亲子依恋程度能够显著预
测初中生的同伴关系和受欺负状况。依恋程度愈强，
同伴关系愈好，受欺负愈少，反之亦然。 父母与孩子
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与同伴友好相处，即可能更少
受到欺负。
本研究显示， 初中生同伴关系在亲子依恋与受

欺负两个变量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即是两者的
中介变量。由此可以认为，初中生亲子依恋是通过同
伴关系对受欺负状况产生影响的。因此，对初中生受
欺负状况的干预， 可以通过对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
的调解和改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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